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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际空间规划嬗变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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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规划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政策工具，空间规划改革是建立现代空间治理体

系的重要举措，是当前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典型案例分析

方法，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国外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入剖析，目的在于总结其演化规律，

明确其对中国空间规划改革的启示。研究发现：① 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科学，其理

论与方法在空间规划改革中不可或缺。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仍起着中流砥柱的作

用，而关系地理学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同时地理学还为

空间规划提供了方法与技术支撑。基于孤立视角与线性增长的传统空间规划往往难以满足当

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基于关系网络与多种发展轨迹综合叠加的关系地理学理论可为空间

规划的科学化、合理化提供支撑。② 提升中国地理学研究水平是推动空间规划健康发展的基

石。德国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其成为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地理学研究

成果则支撑了其以三大城市群为主导国土开发格局的形成，地理学者在推动既有理论本地化

的过程中，更应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为解决中国空前激烈的人地冲突提供科学指

引。③ 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是推动空间规划目标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的保

障。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应积极面对空间规划改革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区域

特质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途径，为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以此为国家人地

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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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人类对空间的开发利用史[1]。在农业文明时
代，生产力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人类对空间的开发利用主要表现为平面的扩张，“毁林
开荒”等不可持续模式与“桑基鱼塘”等协调发展模式并存，人地冲突程度较轻，主要
表现为局部地区的水土流失等；随着工业文明的开启，生产力迅速提升，空间开发利用
演变为城市地域的快速扩张与高强度开发，城市同时也成为人地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区，
爆发了诸如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诸多环境公害事件；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
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人类对空间的开发利用呈现出全方位、大尺度、从太空到海底全
覆盖的态势，人地冲突极为激烈，呈现出面状蔓延乃至拓展到全球的趋势，例如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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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覆盖中国143.00万km2国土面积的严重雾霾、全球温室效应等[2]。整体而言，随着人
类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人地冲突强度逐渐加剧，冲突空间尺度由点及面并逐步扩展
至全球，甚至威胁到人类发展本身。人地剧烈冲突倒逼人类不断调整自身活动与地域系
统之间的关系，其中空间规划作为调和人地矛盾的一种有效工具，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3]。然而，由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区域性、综合性、复杂性及多尺度特征[4]，当
前空间规划尚未能窥破其内在机理，所制定的规划方案往往滞后于人地关系演变，极端
情况下甚至成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掣肘，因此空间规划改革受到广泛关注，成为学界
的热点议题。空间规划的本质在于遵循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进规律的基础上，统筹空间
资源的科学利用与合理布局。但当前，大部分研究仍局囿于规划本身，较少有学者从人
地关系的角度对空间规划改革进行探讨。深入解析人地关系演变规律与驱动机制，进而
对区域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展望是提升空间规划科学性的基石，而厘清空间规划实施对人
地关系的综合影响并探寻改进路径则是强化空间规划可操作性的保障。因而基于地理学
视角对空间规划嬗变进行探讨并凝炼其经验就极为必要，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空间规划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政策的地理表达，是实现区域发展战略、兼
顾发展效率与公平，同时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极重要手段[5]。空间规划（Spatial Planning）
作为特定含义的专用概念由欧盟委员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其初衷是与其成员国各自
的空间发展制度相区分，其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等均是协调人地关系的重要工具，但
在空间尺度与协调内容方面有所区别。空间规划改革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统筹与协
调，其中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科学，在空间规划改革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纵览历史，从古代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指导城市选址中所
蕴含的古人对地理现象的归纳总结[6]，再到近代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论等地理学理论对
城市规划的指导，直至当下在生态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指引下编制的区域发
展规划，地理学无一不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指引与方法支撑。事实上，中国从早期关
注区域均衡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到当下侧重于重点地区优化提升
（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城市群发展规划、都市圈培育），
这一演变即暗含了全球产业链在规模经济驱动下不断肢解并围绕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进行空间重组的客观规律[7]，而这正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可见，地理学对于空间规划改
革至关重要，尤其对中国而言，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压缩了传统的区域集聚-扩散
过程，日趋严峻的资源压力与生态环境胁迫激化了人地冲突，空间规划所面临的问题与
压力史无前例。在此背景下，更应深入发掘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演化特征、内在机理与
主控要素，以便更好地为空间规划改革提供坚实支撑，而在这一过程中地理学责无旁贷。

本文尝试以“他山之石”为中国空间规划改革提供指引：以国外对空间规划的研究
和实践为对象，采用文献计量与典型案例分析，力求呈现出其所蕴含的地理学原理，以
期对中国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相应经验与借鉴，为建设绿水青山美丽中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2 基于文献计量的空间规划与地理学关系剖析

为深入探讨空间规划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与
可视化分析 [8]。分析采用数据来源于科学引文索引 （ISI Web of Knowledge）“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其能够反映出某一学科当前国际研究的最高水平。以

“spatial planning”“regional planning”“territorial management”作为主题进行搜索，数据
截至时间为 2019年 4月 10日，共获取文献 6860篇，涵盖时间范围为 1924—2019年，以
这一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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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领域演变
基于“Web of Science”研究领域分类而言（图1），目前对空间规划研究集中在环境

科学与生态（Environment Sciences & Ecology）、环境研究（Environment Studies）、地理
学 （Geography）、公共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区域与城市规划 （Regional &
Urban Planning） 以及环境科学 （Environment Sciences） 等领域。由图 1 中的时间线
（Timeline View）可见，地理学为空间规划研究的开端，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
但整体而言，当前对空间规划研究的热点集中在生态环境领域，如何提升地理学在空间
规划研究中的影响力，尚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2.2 共引网络中的核心文献
基于引文共引网络分析（图2），本文探讨空间规划领域研究的核心论文。其中位于

核心的论文为Douvere[9]于 2008年所发表的“空间规划对于提升海洋管理水平重要性”，
其与Ehler[10]合作以比利时、荷兰与德国为案例探讨生态系统管理及区划对海洋空间规划
重要性的论文也同样为核心文献之一。Halpern等[11]于2008年发表的关于人类活动对全球
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论文成为海洋空间规划的科学依据。Foley等[12]提出的海洋空间规划
的生态指导原则也成为指导海洋空间规划的基础。Crowder等[13]同样基于海洋生态系统视
角观点提出了海洋空间规划及管理的要点。从论文组团的关键词可知，排名前三的分别
为海洋空间规划（Marine Spatial Planning）、战略监控（Strategy Monitoring）、战略空间
规划（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总体而言，海洋空间规划在共引网络中居于核心地
位，是空间规划研究的领头羊。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海洋空间性质相对均一，开发利
用方式相对固定，对其的研究更为深入与透彻，这有力支撑了海洋空间规划的科学推
进。但对陆地空间而言，其区域异质性突出，涉及要素众多，作用机制纷繁复杂，既有
研究尚未能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解析，直接表现即为缺乏陆地空间规划的标志性文献，
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3 共引网络中的地理学核心文献

为进一步探讨地理学在空间规划中的作用，本文识别出地理学在共引网络中的核心
文献，分别为：de Vries[14]开展了绿色空间与健康关系的探究，证实绿色空间对人体健康
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Healey[15]探讨了地理学理论在欧洲战略规划中的变迁，在新的战
略规划中，空间被处理为动态、不连续且更为概念化；Barredo[16]采用元胞自动机（CA）
模型对城市空间动态变化进行了模拟，这一方法在现代空间规划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图1 空间规划主题论文研究领域分布
Fig. 1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s published in the fields related with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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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oudi[17]探讨了多中心理论在欧洲空间规划中的应用，其已经从一种分析工具转变为规
范性议程；Allmendinger[18]以泰晤士河河口地区为案例，探讨了柔性空间与模糊边界在这
一地区空间规划中的应用。综上可见，传统地理学理论如多中心理论等在空间规划中正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
思想等也在空间规划中得到了认可及逐步应用。此外，地理学还为空间规划提供了技术
支撑（如CA模型等）。总之，基于文献计量的分析表明，地理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均对空
间规划影响深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文所提到的Patsy Healey，其同时也是学者共引网络中的第一
核心作者，其成果在空间规划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Healey[15]认为一个区域的品
性并非“天然”，而是由其所处于的各种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赋予，而这恰好契合了
关系地理学的观点。在传统地理学观点中，区域间的相互作用遵循距离衰减原则，北京
郊区的小镇与北京的距离明显小于北京与上海的距离；但在关系地理学看来，若这一小
镇与北京并未构成联系，则其距离北京的距离比上海距离北京更为“遥远”。Healey的研
究很好地解释了空间战略规划在欧洲的“回归”。20世纪80年代，欧洲一度抛弃了空间
战略规划，转而关注城市更新与景观再造，这种转向却一度让这些城市迷失了发展方
向。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迷茫之后，规划者终于认识到，唯有以关系网络的视角从更大的
空间尺度探讨城市方可辨明其地位与发展目标，在关系地理学理论的指引下，欧洲在世
纪之交迎来了空间战略规划的复兴。事实上，随着航空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才、
技术与资本的流动逐步由传统的空间距离衰减转变为关系层次衰减，在全球化程度较高
的欧美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关系地理学理论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
用，但在中国，这一理论目前尚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图2 空间规划主题论文共引网络
Fig. 2 Co-citation network of research papers on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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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空间规划嬗变与地理学演化
空间规划作为推动空间资源优化配置的工具出现并逐步发展，其嬗变受到人类圈与

地理圈的交互关系演变——也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变的制约与影响，而同时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追溯历史，工业革命的出现带动了人类生产力的
第一次飞跃，促成了人地关系的加速演化，进而催生了现代空间规划的产生与嬗变，也
推动了地理学的发展与成熟（图3）。在空间规划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城市
成为人类聚居新的空间模式，同时也引发了疫病爆发、环境污染等人地冲突升级形式，
催生了城市规划这一调和工具的诞生与演化[19]；全球化与产业演进使得区域成为参与全
球竞争新的单元，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空间重构成为人地协调所面临的新问
题，区域规划应运而生[20]；信息化与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力的飞跃提升，与之相伴随，人
地冲突的广度、深度与烈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国家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冲突
持续加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空间规划理念提出并得到广泛关注与
应用[5]。地理学则一直在建构与解构之间波折前行，自18世纪末地理学即开始尝试建构
事物分布的一般规律，但区域异质性与人地交互的复杂性则常常使得这种建构脱离抽
象，转变为对具体事物的解构。具体而言，Alexander Humboldt、Carl Ritter等学者推动
了地理学的第一次建构，成功将地理学发展成为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模式上的解释性学
科，但其尝试建构人类空间分布与演化通则的努力并未成功，学者基于人与环境的关
系、景观分析、区域类型与结构3个方向展开了新的解构，并发展出3个国家学派：以景
观为核心的德国学派、以文化为重点的伯克利学派以及以区域为特色的法国学派。20世
纪50年代，计量革命以及经济、社会因素的引入掀起了地理学建构的第二次热潮，基于
数学与统计的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成为主导，构建具有广泛意义的空间理论成为地理学
者新的追求。然而，过于依赖计量模型与理性构建难以反映人对空间认知及交互的复杂
性，人本主义地理学因而兴起。同时，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乃至
生态环境的重构，多种思潮的兴起推动了地理学的制度、文化及关系转向。地理学关注
内容与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化，基于抽象空间、理性主导的研究受到批判，关注人类与空
间交互、注重从人文与文化视角进行探讨成为当前西方地理学研究的主流[21]。

协调人地关系、推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良性发展是横亘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永恒
命题，而这也是空间规划与地理学所关注与致力于实现的目标。其中，空间规划侧重于
实践，地理学则更为注重理论，二者在发展历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具体而言，地
理学中的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与中心地理论等至今仍是空间规划布局的重要理论支

图3 空间规划嬗变与地理学演化
Fig.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planning transmu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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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而20世纪初区域规划的实践也推动了地理学者对于经济社会系统的关注，进而通过

计量革命迎来了地理学的快速发展。城市更新实践深化了地理学对全球化的思考，全球

化背景下地区经济社会转型滞后是导致其衰退的重要原因，而摆脱衰退困境同样离不开

地理学对于制度、文化及关系转向的研究。当前，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提升区域可

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空间规划关注的要点，局囿于特定城市/区域的规划实践已经难以

应对这一问题[22-24]，唯有从全局尺度、综合视角出发，厘清人类活动与全球变化规律与机

理，方可制订出科学的政策建议并推动空间规划的合理化，而这也正是地理学当前研究

的核心。可见，地理学为空间规划提供了理论指引与方法支撑，而空间规划则为地理学

发展提供了研究方向与实践平台，在当前人地交互要素日趋复杂、空间尺度持续扩张、

冲突矛盾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以人地关系协调为主线推动空间规划与地理学的深度交

融、互为促进不仅是构建高质量空间规划体系所不可或缺，同时也对地理学的深化提升

意义深远。

3 国外空间规划的地理学基础剖析

区域异质性与路径依赖影响着不同地区地理学的演化，而这种差异也推动了空间规

划的特色化发展。为尽可能全面地剖析国外空间规划嬗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地理学基

础，本文分别选取欧洲、德国与日本作为案例。其中，欧洲是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的热

点地区，作为现代空间规划的起源，地理学思想与理论在欧洲的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充分

体现。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较早推行空间规划实践的国家之一，其不

仅是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论等在空间规划实践中不可或缺基础理论的诞生地，同时也

是公认空间规划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探讨其地理学与空间规划的交互历程有助于深入

理解地理学在空间规划中的作用。日本是国外地理学理论引进与本土创新结合的典范，

地理学对于其空间规划实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日本

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近，发展历程对中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通过深入剖析3个案例空

间规划嬗变与地理学演化交互影响，尝试较为全面地厘清国外空间规划中的地理学基

础，以期从地理学视角为中国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现实参考。

3.1 欧盟空间规划及其地理学基础

3.1.1 欧盟空间规划嬗变 在全球化及欧盟东扩的背景下，欧盟内部发展差异增大，社会

与文化冲突逐步加剧，局限于区域或国家尺度的空间发展政策无法处理跨国界的各种问

题，欧洲空间发展规划（European Space Development Planning, ESDP）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产生的[25]。从诞生之日起，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即成为ESDP的使命。自20世纪80年

代开始，欧盟即已经开始推动欧洲标准区域划分（European Standard Area Division）的

工作，这种基于地域功能、人口、兼顾行政区划的标准区域划分为欧洲空间规划的制定

提供了扎实的基础资料与数据支撑。在经历了多次协商与讨论之后，欧洲空间发展战略

于1999年5月正式发布，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跨国空间规划，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及之后

的空间规划编制均产生了巨大影响[26]。在ESDP的基础上，欧盟于 2007年发布了《欧盟

国土议程》，进一步凝练优先发展领域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及竞争力的提升[27]，其确定的

6个优先领域为：① 建立区域与城市间的网络以促进多中心发展与创新；② 构建新型城

乡合作伙伴关系与国土治理制度；③ 强化集群竞争力与创新性；④ 延伸与深化跨欧洲

网络；⑤ 深化包括气候变化影响在内的跨欧洲风险管理；⑥ 提升生态与文化资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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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欧盟空间规划中的地理学基础及作用 欧洲空间发展规划（ESDP）作为一个非法
定的指导性章程，其通过制定发展原则指导各成员国的空间规划发挥作用。ESDP制定的
发展原则有三：① 发展多中心与均衡的城市体系，建立新型城乡关系；② 平等地获得
基础设施和知识，提高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可达性及知识可获得性机会；③ 以明智管理
手段开发和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显然，这些原则的提出及实践离不开地理学理论与方
法的支撑。其中，发展多中心与均衡的城市体系离不开中心地理论与地域分工理论的指
引；基于空间与基于网络的可达性解析理论及方法则有助于推动提升交通通讯基础设施
可达性及知识获得性机会；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合理开发与保护则更离不开生态环境承
载力及文化地理学等相关理论。整体而言，支撑欧洲空间发展规划的主要为传统地理学
理论，但“大城市走廊”等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航空网络、货物贸易流的重视也可反映出
对于关系网络的逐步关注。在《欧盟国土议程》所确定的6个优先领域中，关系网络的
构建与延伸被提到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表明关系地理学得到了更多的认可，文献计量的
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可见，欧洲在空间规划实践中已经意识到发展在空间上并不连
续，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今天，某一区域/城市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可能比其地理位置更
为重要。根据关系地理学观点，空间相互作用可能发生在近处或“一定距离下”，某一地
域的品性会随着其所处关系网络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因而其“发展”通常并不是单一时
间维度下的单向轨迹，而是在不同时间维度下不同网络“曲折重叠”“循环往复”“螺旋
上升”或“线性延伸”轨迹复合叠加的结果[28]。因而，基于线性增长而制定的空间规划
就容易出现偏误，进而难以科学指引地区发展。在2017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凝聚政策报
告中，其发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一部分地区能够引领区域发展，其他地区则并未享受
到全球化红利，反而承受了全球化成本，经济未能成功转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
再度印证了关系地理学的观点，即不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地区将被剥
离在全球化之外，更容易陷入停滞或衰退。显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关系地理学
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的支撑，其理论有助于规划者更好地理解科技革命与全球化下区域
发展的时空格局演化，也有助于丰富个体与企业等体验与使用空间的层次，进而提升空间
规划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在此后的空间规划中后结构主义地理学也得到了更多的运用[29]。
3.2 德国空间规划及其地理学基础
3.2.1 德国空间规划嬗变 德国为现代空间规划起源地之一，是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空间
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德国空间规划最早起源于居民点规划，在大规模工业化与城镇化
的推动下，为满足城市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需求，空间规划在规划范围、统筹要素与管
制政策方面不断拓展完善，在二战后逐步建立了覆盖全国的多层次的空间规划体系。目
前，德国的空间规划体系分为 5 个层级，自上而下依次为欧盟→联邦→州→地区→城
镇。其中，欧盟层面主要为ESDP所确定的发展原则；在联邦层面则主要依托《联邦空
间秩序规划法》提出方向性、总结性的发展愿景；州层面在全国空间规划总体框架及相
关法律规定下，因地制宜对全国空间发展规划进行细化与具体化，形成州级空间规划，
这一规划除对财政支出、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作出决定性安排外，其余多为指导性内
容；地区为州级空间规划的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更注重协调各城镇发展目标与空间
边界；城镇规划则是在上级规划指导下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与建造规划，其作用类似于中
国的城市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30]。这一空间规划体系中，前三层次侧重于宏观层
面的发展目标与调控政策，后两层次则直接指导地区具体建设，自上而下不断深化与细
化，同时保证底层规划所划定的空间开发利用方案能够贯彻上层规划的原则与发展理念。
3.2.2 德国空间规划中的地理学基础及作用 从全国尺度而言，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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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发布了 3个联邦级空间规划文件，分别为 1993年的《空间规划政策指导框架》、2006
年的《德国空间战略规划》及2016年的《德国空间战略规划》，其确定了德国空间规划
的原则与纲领，指引了国土空间协调发展的方向，重点以其进行探讨。大体上，德国空
间规划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从追求代内公平到代际公平再到强调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过程。
这一转变过程中，地理学不仅是剖析国际国内形势演变的得力工具，更是制订优化调控
政策方针的坚实支撑。在2006年德国空间战略中，其提出了3项原则：① 增长与创新，
分别关注大都市区、大都市之外地区、潜在衰退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创新；② 确保公共利
益最大化，包括保障公共服务质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应符合中心地理论；③ 强化资源
保护及重塑文化景观，包括推动土地集约利用、保护开放空间与自然资源、重塑文化景
观。可见，这一时期主要是对传统地理学理论的应用，尤其是对于中心地理论这一德国
原创理论的重视。而在2016年德国空间战略规划中[31]，其提出了5项原则（图4）：① 提
升竞争力，包括推动大都市圈建设、强化区域联系、推动衰退地区复兴、确保基础设施
的联系和流动性；② 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持续采用中心地理论进行公共服务配置、建
立合作体系、强化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确保可达性；③ 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包括
减少空间利用冲突、建立大尺度开放空间网络、重塑文化景观、减少占用新的土地、确
保矿产等地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岸与海洋的可持续利用；④ 应对气候变化及调整能
源体系，包括调整空间结构以应对洪水、热浪，建设节约能源与减少交通的居民点等；
⑤ 开发可再生能源并构建能源网络。可见，在重视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论等传统地理
学理论的同时，关系地理学也得到了一定体现，如强化区域联系、确保基础设施的联系
和流动性等。此外，最早由德国地理学者C.Troll提出的景观生态学理论对于土地可持续
利用及应对气候变化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见，随着空间规划的嬗变，支撑其的地
理学理论也在不断发展。

综上可见，中心地理论、工业区位论、农业区位论及景观生态学等理论在德国空间
规划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理论的贡献者分别为Christaller W/Lösch A、Weber
A、Von Thünen J H、Troll C，均为德国学者。就发展结果而言，在各种理论尤其是中心
地理论的指引下，德国通过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合理布局并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解决
要素与市场分割来推动人口合理布局，最终成为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可见，
提升本国地理学研究水平是推动本国空间规划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然而，在全球化这一

注：根据2016年德国空间战略规划资料加工。

图4 2016年德国空间战略规划发展原则及其地理学基础
Fig. 4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geographical basis of German spatial strategic planning 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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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中，德国地理学者的研究并未有太多亮眼的成果，因而其对空间规划的支撑水平也
没有显著提升。在地理学迈向制度、文化及关系转向过程中，德国学者似乎并未跟上这
一步伐，对于全球价值链与关系地理学的研究不足，在空间规划中仍以传统理论为主
导，过于追求均衡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德国缺失与其经济体量相对应的全球城
市（Global City），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变革中缺乏相应话语权，尤其在智能产业方面远远
落后于中美两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在2016年空间战略规划中，这一问
题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关系地理学的初步应用即是证明。但在全球化导致地区分
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仍需紧随全球趋势提升地理学研究水平并以此指引空间规划实
践，方可有效保障空间规划目标的实现。
3.3 日本空间规划及其地理学基础
3.3.1 日本空间规划嬗变 日本的空间规划包括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
划，其中全国范围的空间规划即为国土空间规划。截止目前，日本共发布了七版国土空
间规划，其空间规划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目的，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
整，指导思想从早期的效率优先过渡到注重公平再到坚持可持续发展，规划目标与策略
也不断变化（图5）。早期的国土空间规划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后期则更为注重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2]。具体而言，第一、第二次国土空间
规划以发展为主导，服务经济发展是其主要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态环
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第三、第四次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心回归至以人为本，提升国民生活
水平成为关注的核心。随着大规模国土开发的基本结束，国土规划的重点由开发转向管
理，为顺应这一趋势，日本将国土开发规划更名为国土形成规划，第五、第六及第七次
国土形成规划围绕提升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展开，重点关注创新转型、
扩大开放及文化自立。在空间策略方面，早期空间规划以一极（东京）一轴（环太平洋
发展轴）为重点地区，随着人口、经济等向东京一极集中现象愈演愈烈，第四次空间规
划明确提出形成“多极分散型国土结构”，第五次空间规划进一步细化为“一极四轴”空
间结构，希望以此推动空间均衡发展；随着全球化加速与老龄化形势越发严峻，第六次

图5 日本国土空间规划嬗变与地理学演变
Fig.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ransmut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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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提出“自立的多样性广域地方圈”，第七次空间规划进一步提出构建“对流促进
型”国土空间结构[33]，更为注重区域文化特色培育与生活氛围营造，藉此缓解中小城市
人口外流，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3.3.2 日本空间规划中的地理学基础及作用 与欧洲、德国相比，日本地理学界与规划界
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许多地理学者直接参与了日本空间规划的研究与编制，这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了二者的融合共进[34]。从日本地理学的发展历程而言（图5），在二战后至20
世纪70年代，地理学主要是对于西方地理学理论的引进、吸收与应用，重点关注区域政
策制定、产业区位选择等问题，包括工业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的引入，结合日本地域
特色的实践对于第一、第二次国土空间规划的施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与支撑作用。20世
纪70—80年代为日本地理学的快速发展期，日本学者在消化国际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地区
实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工作，其中又以藤田昌久与克鲁格曼合作开创的新经济地理
学最为知名，其不仅提升了经济地理学理论深度，对于空间规划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
用。进入90年代，日本学者更为关注全球化下的区域应对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形成美丽
的国土面貌成为地理学研究与空间规划的共同目标。21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紧跟
地理学的制度、文化与关系转向，并成为“对流促进型”国土空间结构的理论基础。总
体而言，地理学在日本空间规划嬗变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立足开放的理论创新与
因地制宜的规划实践是日本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支撑，也是形成以东京、大阪与名古屋
三大城市群为主导的国土开发格局的坚实基础。第七次国土空间规划提出的“对流促进
型”国土空间结构是日本地理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图6），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城市地
区、农村地区与科教地区，3个地区之间通过产业联动、产学联动与农业信息化进行对
流，同时高度重视每个地区与国际的对流，形成“对流促进型”国土空间结构，以此实
现地理空间与知识、信息空间的深度协作与融合。其中对科教地区的划分是首次将创新
落实到地理空间上，这与日本学者对新经济地理学、全球生产网络与产业空间组织的研
究密不可分，对日本而言，创新是驱动经济增长
的核心要素，科教地区的提出是保障创新的极重
要举措。同时，“对流促进型”国土空间结构的提
出则反映出日本对于关系地理学的理解与把握，
即对某一地区而言，在全球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是决定其未来发展的核心因素，这一关系网络不
仅包括物质空间的流动，也包括非物质空间的联
动，因而通过关系网络的构建与完善实现区域与
全球的“对流”成为决定区域未来的核心因素。总
体而言，与国际地理学前沿接轨并结合空间规划
实践进行创新是日本地理学研究的特色，而这一
特色也很好地支撑了空间规划的实践与发展。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采用文献计量与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在对国外空间规划研
究与实践进行深入剖析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明确对中国空间规划改革的启示，主要结
论如下：

（1）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科学，其理论与方法在空间规划改革中不可

注：根据日本第七次国土规划(2015)资料转绘。

图6 日本对流促进型国土空间结构
Fig. 6 Convective territori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Japan

1232



6期 杨庆媛 等：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际空间规划嬗变与启示

或缺。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仍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关系地理学等后结构
主义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同时，地理学还为空间规划提供了方
法与技术支撑。如文中所揭示，欧洲曾经一度仅仅关注城市更新与景观再造，迷失了城
市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最终在关系地理学等理论指引下迎来了空间规划复兴。欧盟、德
国的实践更是证明了地理学在空间规划中的无可取代。对关系地理学等理论的忽视是导
致欧盟区域均衡发展受挫的重要因素，其同样导致了德国在产业变革上的相对滞后。随
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区域不再是一个孤立个体，其意义由被其所位于的各种关系网络
中的“位置”所赋。因此，基于孤立视角与线性增长的传统空间规划往往难以满足当下
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拓展地理学研究内容广度与空间尺度成为编制高质量空间规划的保
障。区域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逐步演变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
境等多要素的多尺度地理集成，探寻地方全球化、全球地方化大趋势下区域不同要素的
演变趋势与规划策略不仅是推动区域发展的必然，也是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所必需。

（2）因地制宜提升本土地理学研究水平是推动中国空间规划科学化、合理化的基
石。结合案例可知，本土地理学研究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规划的效果，德国的
地理学研究成果推动其成为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地理学研究成果则支
撑其形成了以三大城市群为主导国土开发格局并推动了经济的成功转型升级。对中国而
言，吸收国外地理学理论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本土理论、方法及实践创新是推动空间规
划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同时，国外空间规划的实践对中国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譬
如，采用中心地理论对公共服务与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以推动空间均衡发展，基于景观
生态学理论等推动构建开放空间网络，以及依托文化特质推动区域自立发展等。值得注
意的是，对于部分长期困扰中国空间规划的难题，国外同样未能很好地解决。最典型的
即为人地冲突，国外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污染产业的国际转移“回避”了这一难题，但对
中国而言，高强度、高密度、时间高度压缩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导致了空前激烈的人
地冲突，而地域发展的不均衡使得中国难以通过产业转移回避这一问题。因而，这就要
求地理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内在机理、演化特征及主控要素，以此
为中国空前激烈人地冲突的解决提供科学指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空间规划改革和空
间治理现代化之路。

（3）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是推动空间规划目标性与操作性相统
一的保障。综合德国与日本的空间规划体系可见，其顶层规划主要为发展原则与目标制
定，为柔性规划；底层则为刚性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建造规划等，直接指导规划建设；中
间层则为不同地区发展目标的协调。与中国空间规划改革对接，本文建议构建全国—省
域级—市县—乡镇四级规划体系，其中全国层次空间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以实现
空间资源永续利用为目标，在综合国家战略及基本原则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生态环境承
载力、景观生态学等理论对国土资源进行统筹，尤其关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识别与生
态红线划定；省级层次空间规划以协调为导向，以落实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为目标，主要
依托全球价值链与区域发展理论等协调不同城市的发展目标与方向，同时统筹重大基础
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以此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并提升国际竞争力；市县与乡镇层
次空间规划均以落实上层国土空间规划为导向，其中市县层次空间规划侧重在区位论、
中心地理论及产业集群等理论指引下，科学确定开发边界与空间布局，为发展目标的实
现提供空间依托，乡镇层次空间规划则在沿袭既有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的
基础上，强化对空间绩效的研究，以此进一步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各层次规划相互协
作，确保空间规划有效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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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研究启示与中国空间规划实践，本文认为当前空间规划改革中应对如下3个方
面给予足够关注。① 应重视关系地理学在空间规划中的应用，正如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总和，城市的“品性”也是由其所处的各种关系网络中的“位置”所赋予的。伴随着全
球/区域价值链的重构与分化，核心城市的持续扩张与边缘城市的相对收缩成为现实图
景，对于不同城市尤其是边缘城市而言，若不能在全球/区域价值链中找准自身定位，发
挥自身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则其衰落就难以避免。② 应更为注重以人为本，尤其在当
前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现实下，适度的人口规模与合理的人口结构
已经成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也可由当前愈演愈烈的“抢人大战”所印证。因
而，空间规划一方面应着重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岗位与高质量的生活水准，以
此吸引人口流入；另一方面空间规划在编制中应强化当地居民参与，注重融入地区文化
特质，以此破解“千城一面”，着力打造地域特色品牌，以形成长久的人口吸力。③ 应
更为注重从系统、综合的视角进行空间治理。正如前文所述，区域发展已经演变为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多要素的多尺度地理集成，割裂或片面的空间治理政策
其效果可能难如人意。譬如，希望通过人口疏解以解决城市问题，事实上，根据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 )t LαK
β
μ，在技术A(t)没有突破的情况下，由于资本K边际效用

递减，强行疏解劳动人口L很可能导致总产出Y的损失，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的降低。
这也可由德国与日本的案例所验证，德国成功的空间均衡发展付出了产业变革滞后的代
价，而日本不太成功的疏解举措反而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并引领日本全球竞争力提升的
关键。可见，通过限制大城市发展以解决城市问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政策选项，尤其对
正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核心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对于融入全球
价值链、加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一背景下，更应从系统性、综合性的视角对
区域发展进行分析研判，以提升空间治理政策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总而言之，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其综合性、复杂性及多尺度特征对于
空间规划改革不可或缺。地理学应面向这一国家重大需求，不断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
途径，为空间规划改革和空间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引与实践支撑，以此为国家经济社
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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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spatial planning:
Explo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YANG Qingyuan1, LUO Kui1, LAO Xin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of productivity, the intense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has given birth to the discipline of spatial planning. As an indispensable tool for
reconciling man-land relationship, high-quality spatial planning is essential for the reasonable
utilization of space resources and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dapting
to the rules of man-land interaction is the premise of conducting high-quality spatial planning,
which is unachievab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geography. Using bibliometric and typical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on foreign
spati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e main findings were demonstrated as
follows: (1) as a science focusing on "space", geograph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indispensable
in the reform of spatial planning. Traditional geographical theories still play a pivotal role in
spatial planning, while the post-structuralist geographical theories such as relational geography are
increasingly applied. Currently, the traditional spatial planning based on an isolated perspective
and linear growth can hard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the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network combined with multipl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may b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2) A
country's geographical research will greatly affect its spatial planning. For example, the central
place theory has made Germany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balanced spat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geograph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Japan have suppor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attern dominated by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Thus, improving the
geographical research level is a cornerston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patial
planning. For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geographers should proc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in order
to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resolving unprecedented fierce conflicts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3) Because of the regionality, comprehensiveness, complexity and multi- sca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areal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with distinct levels and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is the guarantee for the operability of spatial
planning. Overall, as a science of humanistic pragmatism, geography ought to propos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olicy suggestions aimed at the major national need—the reform of spatial
planning, through innovative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ological approaches that root in real-
world situations,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geography; man-land relationship; evolutio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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